
心理科学进展  2013, Vol. 21, No. 12, 2091–2102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DOI: 10.3724/SP.J.1042.2013.02091 

 

2091 

·主编特邀(Editor-In-Chief Invited)· 
 
编者按： 

刘勋研究员发表于本期的论文《认知控制的模块化组织》, 概括性地综述了其研究团队在认知控制
的心理和神经机制方面的研究成果。该综述首先概述了认知控制在正常人和认知障碍群体生活中发挥的

重要作用, 之后介绍了研究者们常用的刺激-反应协同性效应以及冲突适应效应, 综述了近期通过此类
冲突加工范式探索认知控制的实证研究, 并通过课题组的系列研究, 阐明了基于不同冲突类型的认知控
制模块化组织, 提出了冲突监测特异而冲突解决共享的认知控制模型。该综述从刘勋研究员在该领域多
年的研究积累出发, 对认知控制的模块化组织进行了全面的总结, 对认知控制的计算建模总结非常新颖, 
为进一步探索认知控制的模块化组织提供了新的视角。 

 (责任编辑：罗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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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认知控制是人们在进行目标导向的行为时所表现出的高级认知机能, 亦是当前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

热点之一。研究者们常用刺激-反应协同性效应以及冲突适应效应等, 通过考查冲突加工来揭示认知控制的机

制。综述了近期利用冲突加工范式探索认知控制的实证研究, 并基于 Kornblum 等的维度重叠理论和 Botvinick
等的冲突监测理论, 提出了冲突监测特异而冲突解决共享的认知控制模块化组织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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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认知控制介绍  

认知控制(cognitive control), 也称作执行控
制 (executive control), 是指个体在信息加工中 , 
根据当前任务目标, 自上而下地对相关信息进行
储存、计划和操控的过程。当需要人们克服自动

化的行为, 或者当前任务是不熟悉的、危险的、
需要规划和决策的时候, 认知控制能力显得尤为
必要(Gazzaniga, Ivry, & Mangun, 2009)。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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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精神或神经疾患, 如精神分裂症(Vercammen 
et al., 2012)、多动症(De Zeeuw, Weusten, van Dijk, 
van Belle, & Durston, 2012)、抑郁症 (Disner, 
Beevers, Haigh, & Beck, 2011)、老年痴呆(Geffen, 
Bate, Wright, Rozenbilds, & Geffen, 1993)等患者
在认知控制功能及其相关的脑结构上, 都存在不
同程度的障碍与缺陷。因此, 探明认知控制的机
制有着广泛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认知控制涉及非常广泛的心理过程和行为

范式, 如何从这些纷繁复杂的现象形成统一的理
论构架, 是一个重要的科学问题。在实验研究中, 
研究认知控制常用的范式包括刺激-反应协同性
(stimulus-response compatibility, SRC) (Proctor & 
Vu, 2006)、任务转换(task switching) (Kiesel et al., 
2010)、错误后延迟(post error slowing) (Noteba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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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09)等。实验室研究通常通过认知冲突, 并
控制冲突的类型、大小等参数来探索认知控制的

内部机制。本文将从冲突加工的视角来探讨 SRC
任务中的认知控制机制, 综合现有理论和实证研
究证据, 提出认知控制模块化组织的新思路, 为
我们能够更好地探明认知控制的心理过程和神经

功能组织提供理论指导。 

2  冲突加工的行为和神经机制研究 

实验室研究中, 研究者采用不同 SRC 范式, 
控制相关变量来考查冲突解决过程中认知控制的

内部机制。根据 SRC效应衍生出的冲突适应效应
(conflict adaptation effect, CA)也是研究常用的指
标(Botvinick, Braver, Barch, Carter, & Cohen, 2001; 
Egner, 2008)。 
2.1  冲突加工的行为研究范式和效应 
2.1.1  刺激-反应协同性效应 

当个体需要对呈现的刺激做出反应时, 如果
一些刺激与反应所构成的关系比另一些关系显得

更直接、自然或协同, 那么协同条件相比非协同
条件行为反应更优的现象便是刺激-反应协同性
(SRC)效应(Proctor & Reeve, 1989; Proctor & Vu, 
2006)。SRC实验范式具有相对简洁和可操作性高
的优点 , 因此它被广泛地运用在实验室研究当
中。常用的 SRC范式包括 Stroop任务、Simon任
务、Eriksen任务等(见图 1)。在 Stroop范式中, 被
试对印刷成不同颜色的文字进行颜色判断, 通常
发现被试在印刷颜色和文字语义非协同条件下

(如蓝色的“红”)的反应时和正确率要显著差于协
同条件下(如红色的“红”)的成绩 , 被试需要付出
更大的努力来克服非协同条件所产生的干扰

(Macleod, 1991; Stroop, 1935)。在 Simon范式中, 
被试对呈现在左右侧位置的刺激按左右键进行判

断, 被试在刺激呈现位置和按键反应非协同条件
下(如对右侧的刺激按左键)的反应时和正确率要
显著差于协同条件(如对左侧的刺激按左键)的成
绩(Lu & Proctor, 1995; Simon, 1969)。在 Flanker 
(Eriksen)范式中 , 要求被试对呈现在屏幕中多个
刺激的目标刺激(target)进行判断, 而忽略周围的
干扰刺激 (flanker), 被试在目标与干扰物非协同
条件下的反应时和正确率要显著差于协同条件下

的成绩(Eriksen & Eriksen, 1974)。 
显而易见, 不同的刺激反应协同性任务都需

要认知控制的参与来监测和调控冲突, 但是不同
任务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冲突类别差异, 这些冲突
加工依赖于相同的还是特异的认知控制模块, 需
要深入地研究。根据 Sternberg 的加因素法则
(Sternberg, 1969), 通过考察不同类型冲突的刺激
反应协同性效应是否存在交互作用, 可以推断不
同类型的冲突是否由相同的功能模块负责加工。

如果存在交互作用, 则可以说明不同类型的冲突
由相同功能模块加工, 反之则由不同模块加工处
理, 从而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认知控制的模
块化组织。Liu, Park, Gu 和 Fan (2010)通过结合
Stroop 范式和 Simon 范式发现, 在行为数据上两
种效应是叠加的, 相互之间没有交互作用, 由此
推断两种类型冲突的加工是相对独立的、由不同

加工模块处理的。 
 

 
 

图 1  经典的 SRC任务 

注：彩图见电子版 
 
2.1.2  冲突适应效应 

冲突适应(CA)效应, 也叫做 Gratton 效应或
序列效应, 是指在 SRC 任务中, 当前试次的协同
性效应量会受到前一试次协同性调节的现象, 也
就是说, 前一个试次是非协同条件时, 较前一个
试次是协同条件时, 当前试次的 SRC 效应会减小
(Gratton, Coles, & Donchin, 1992)。Nieuwenhuis
等(2006)给出了一个以反应时为指标计算 CA 效
应的公式：CA效应=(RTcI–RTcC)–(RTiI–RTiC)。其
中的下标表示序列试次的类型, cI 表示前一试次
为协同当前试次为非协同的试次; cC 表示前后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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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协同条件的试次; iI 表示前后都为非协同的试次; 
iC表示前一试次为非协同当前试次为协同的试次。 

Gratton 等(1992)采用 Flanker 任务首次发现
了 CA 效应, 后续研究在 Simon 任务和 Stroop 任
务中同样也发现了 CA效应(Kerns, 2006; Kerns et 
al., 2004; Larson, Kaufman, & Perlstein, 2009b; 
Wühr & Ansorge, 2005)。此外, 一些研究还从不同
视角, 如刺激是否被意识到、对结果进行奖赏反
馈等 , 探索 CA 效应。 van Gaal, Lamme 和
Ridderinkhof (2010)通过操控刺激的意识阈限, 在
无意识下同样发现了 CA 效应。van Steenbergen, 
Band和Hommel (2009)发现在箭头 Flanker任务后
给予正性反馈时, CA 效应下降, 得出奖赏行为和
冲突解决彼此可能通过多巴胺相互影响。 

通过考察不同类型冲突之间是否存在 CA 效
应, 也可以检验认知控制模块化组织。如果前后
试次冲突类型不同(跨冲突类型)也能像冲突类型
一致(同冲突类型)一样, 出现 CA 效应, 那么我们
可以推断不同类型冲突是由相同的一个功能模块

进行处理的; 反之, 它们则由不同的功能模块负
责加工的。Egner, Delano和 Hirsch (2007)通过结
合 Stroop 范式和 Simon 范式的实验, 在行为数据
上发现了两种类型冲突在同冲突类型条件下产生

CA效应, 而在跨冲突类型时并没有发现CA效应, 
由此推断两种类型的冲突可能是由不同的功能模

块进行加工的。 
2.2  冲突加工的神经机制研究 

对正常人类的冲突加工的神经机制研究主

要采用脑电(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以及功
能 磁 共 振 成 像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来探索。发现对冲突敏感的 ERP
成分主要包括有 N200(N2), P300(P3), N450, 持续
正电位(sustained potential, SP)等, 脑成像发现对
冲突敏感的区域主要包含前扣带回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 背外侧前额叶(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 额下回(inferior frontal 
gyrus, IFG), 后部顶叶 (posterior parietal cortex, 
PPC), 前脑岛(anterior insula, AI)等脑区。 
2.2.1  刺激-反应协同性效应的神经机制 

在 Stroop任务中, 刺激呈现 350至 500毫秒
的 N450成分, 非协同条件比协同条件, 在中央额
区-顶区有更大的负走向; 另外, 分布于前部至中
央顶区的 SP 成分也对 Stroop 效应敏感(Liotti, 

Woldorff, Perez, & Mayberg, 2000; West, 2003)。在
Flanker任务中, 刺激呈现 200毫秒后出现的的N2
成分, 非协同条件相比于协同条件, 在额-中央区
有更大的负走向(Heil, Osman, Wiegelmann, Rolke, 
& Hennighausen, 2000; van Veen & Carter, 2002b)。
而在 Simon 任务中, 中央-顶区 P3 成分(刺激后约
300 毫秒开始出现)的潜伏期会随刺激的协同性产
生变化, 即非协同试次 P3 的潜伏期更晚(Donchin 
& Coles, 2010; Leuthold, 2011)。将 EEG信号进行
时频(time-frequency)转换 , 可以分析心理事件所
引起的事件相关神经震荡 (event-related neural 
oscillations), 从而揭示心理事件对不同频段 EEG
信号非锁相的调制(Larson, Kaufman, & Perlstein, 
2009a; Roach & Mathalon, 2008)。时频分析可以区
分心理事件对这些信号能量值的调节, 即事件相
关频谱扰动 (event-related spectral perturbation, 
ERSP)和事件对各频段信号试次间相位一致性的
调节(inter-trial coherence, ITC)。以往研究发现 , 
在需要更多认知控制的条件下分布于额-中央区
的Theta波段(4-8 Hz)的EEG震荡的能量值会显著
升高(Cavanagh, Cohen, & Allen, 2009; Hanslmayr et 
al., 2008; Nigbur, Cohen, Ridderinkhof, & Stürmer, 
2012; Nigbur, Ivanova, & Stürmer, 2011; Sauseng, 
Griesmayr, Freunberger, & Klimesch, 2010)。 

Adleman 等(2002)通过 Stroop 范式发现, 非
协同条件相对于协同条件 , 大脑左侧的 ACC、
DLPFC 等区域存在显著激活。Huyser, Veltman, 
Wolters, de Haan和 Boer (2011)通过 Flanker范式
发现, 非协同条件相对协同条件, 右侧的 ACC 和
脑岛等区域存在显著激活。Nee, Wager和 Jonides 
(2007)在元分析中对多种 SRC 任务(Stroop 任务, 
Simon任务, Flanker任务, Go/NoGo任务等)的激
活脑区做了总结 , 结果发现 ACC, DLPFC, IFG, 
PPC, AI等脑区共同参与协同性效应的加工。 

通过刺激反应协同性效应的脑成像结果, 可
以观察不同类型的冲突是否在大脑激活模式上存

在区分。如果存在分离, 则提示不同类型的冲突
是由不同的功能模块加工处理, 反之则由相同功
能模块加工处理。Fan, Flombaum, McCandliss, 
Thomas和 Posner (2003)利用脑成像研究了三种不
同的冲突任务, 结果发现, 不同类型的冲突加工
共同激活了 ACC 和左侧前额叶 (left prefrontal 
cortex, lPFC), 但是在其他脑区激活上存在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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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推测不同类型的冲突加工可能由不同的认知

控制网络负责。Liu, Banich, Jacobson 和 Tanabe 
(2004)通过同一个任务 , 比较了 Stroop 效应和
Simon 效应所激活的大脑网络, 发现对两种冲突
的加工, 既共同调用了 DLPFC, 又分别激活了各
自独特的脑区。综合以上发现可以推断, 对于不
同类型冲突的加工, 既涉及不同机制又依涉及到
一些共同的机制。 
2.2.2  冲突适应效应的神经机制 

已有研究发现了与 CA效应相关的 ERP成分, 
如 N2, SP 等。Larson 等(2009b)通过 Stroop 范式
验证了冲突 SP 成分对于 CA 效应敏感, 但 N450
并不敏感。Larson等通过 Stroop范式发现外伤性
脑损伤病人和正常控制组在反应时上都发现了

CA 效应, 但在 SP 成分上控制组表现出了 CA 效
应, 而脑损伤组并没有(Larson, Farrer, & Clayson, 
2011; Larson et al., 2009a)。Clayson 和 Larson 
(2011)通过 Flanker任务, 在 N2成分上发现了 CA
效应, 表现为前一试次冲突时较前一试次一致时, 
当前试次 N2成分的振幅更负走向。 

Botvinick, Nystrom, Fissell, Carter和 Cohen 
(1999)通过 Flanker 范式 , 在脑成像研究中发现
ACC 的激活存在 CA 效应, 即在前一试次非协同
条件下的激活水平比前一试次协同条件下的激活

水平更低, 提示 ACC 主要参与冲突水平的监测, 
而非冲突的解决。Kerns 等(2004)通过颜色字词
Stroop 任务(去掉刺激重复或反应重复后), 发现
当前一试次冲突时 ACC 激活与下一个试次

DLPFC 激活程正相关, 提示 ACC 在认知控制中
的起冲突监测作用, 而 DLPFC 则负责具体地调
节。Egner 和 Hirsch (2005)通过 Stroop 任务观察
CA 效应, 在冲突时大脑皮层对任务相关信息的
加工增强。Kerns (2006)通过 Simon任务发现 CA
效应在 ACC 和 DLPFC有更大的激活。当前一试
次冲突时伴随着 ACC的激活, 并且能够预测到在
后续试次中会有更强的 DLPFC的增强。Egner等
(2007)通过整合 Stroop 范式和 Simon 范式, 在脑
成像结果上发现 Stroop类型冲突更多地激活了顶
叶, Simon 类型冲突则更多地激活了前运动皮层, 
由此认为认知控制包括两个独立并行的神经回路, 
分别处理不同类型的冲突。 
2.3  冲突监测理论 

为了回答在冲突加工过程中认知控制过程

是如何被调用的这个问题, Botvinick 等总结了来
自 SRC范式、错误加工和词汇产生等范式的实证
数据 , 提出了冲突监测理论 (conflict monitoring 
theory) (Botvinick et al., 2001; Botvinick, Cohen, & 
Carter, 2004; van Veen & Carter, 2006)。该理论假
设存在一个冲突监测模块, 负责发现并评估信息
加工中的冲突水平。评估信息会被传递到负责认

知控制功能的执行控制模块 , 由后者解决冲突 , 
做出正确反应。该理论进一步推测 ACC是负责冲
突监测的脑区 (Ito, Stuphorn, Brown, & Schall, 
2003; Kerns et al., 2004; Mayr, 2004; van Veen & 
Carter, 2002a)。另一方面, 汇聚的证据显示 DLPFC
是执行性控制过程中的关键的区域 (Alvarez & 
Emory, 2006; Badre & Wagner, 2004; D'Esposito, 
Postle, Ballard, & Lease, 1999; Egner & Hirsch, 
2005; MacDonald, Cohen, Stenger, & Carter, 2000; 
Owen, McMillan, Laird, & Bullmore, 2005)。由此, 
认知控制的过程可以做如下理解：由 ACC负责的
冲突监测机制与由 DLPFC 主导的执行控制机制
共同完成了自上而下的认知控制过程, 这种中枢
控制过程可以调控感知觉区域等初级脑区的信息

加工过程。 
冲突监测理论对于 CA 效应的解释是：前一

试次的冲突调动的执行控制模块激活延续到当前

试次, 从而使得当前冲突更小并得到更好的解决
(Botvinick et al., 2001)。研究者也提出了不同于冲
突监测理论的其他解释, 例如持自下而上观点的
研究者们认为刺激、反应的完全重复, 或者部分
重复, 刺激-反应联结重复等因素是导致冲突适应
效应的主要原因(Hommel, Proctor, & Vu, 2004; 
Mayr, Awh, & Laurey, 2003)。例如, Mayr等(2003)
通过两个实验发现当去除重复试次后, CA效应消
失, 因此认为是刺激重复产生 CA效应。针对这些
因素, Wühr和 Ansorge (2005)通过 Simon范式考
查 CA 效应, 排除了重复/倒置效应(刺激重复, 反
应重复或者刺激, 反应完全倒置), 仍发现了 CA
效应, 因此提示 CA 效应可能是由冲突监测和特
征整合共同导致。Kerns (2006)通过 Simon任务发
现, 当前试次非协同条件比协同条件, ACC 有更
大的激活, 并且当前试次 ACC的激活能够预测下
一试次 DLPFC会有更高的激活。从这个角度支持
了冲突监测理论对 CA效应的解释。综上所述, 即
便排除刺激重复或反应重复, CA 效应依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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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冲突监测是产生 CA 效应的原因之一(Egner, 
2008)。 

3  认知控制模块化组织的冲突加工研究 

冲突监测理论将认知控制分为两个模块, 即
冲突监测模块和执行控制模块。那么不同冲突是

否是由不同的冲突监测模块和执行控制模块处理

的？维度重叠理论框架为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理

论指导。 
3.1  维度重叠理论 

Kornblum, Hasbroucq 和 Osman (1990)提出
维度重叠(Dimensional Overlap, DO)理论, 分析了
不同范式中各种组成元素所构成的各类集合之间

的关系, 并据此为各种 SRC 效应及其对应的范式
提 供 了 一 个 统 一 的 理 论 框 架 和 分 类 体 系

(Kornblum, 1992; Kornblum et al., 1990; Kornblum, 
Stevens, Whipple, & Requin, 1999)。具体地讲 , 
SRC 任务中 , 刺激的属性可分为任务相关 (task 
relevant stimulus, Sr) 属 性 和 任 务 无 关 (task 
irrelevant stimulus, Si)属性, 刺激的不同属性(一
个任务可能有多个 Si)可以组成各自的集合; 同样, 
任务的反应也构成一个反应(R)集合。例如, 在按
键 Stroop 任务中, 被试需要对颜色词的印刷颜色
做出左右手按键反应。词语的印刷颜色是 Sr, 词
语的语义是 Si, 各自构成一个集合; 任务所要求
的反应(左和右)也构成一个反应集合。所谓维度重
叠, 是指上述不同集合的元素间在知觉、结构或
概念(维度)上的相似程度。根据 DO理论, 只要两
个集合间存在维度重叠, 就可以诱发出不同程度
的协同与非协同, SRC 效应主要就是由各类集合
间的维度重叠造成的(Kornblum et al., 1990)。维度
重叠可能发生在任意两个或多个集合之间, 比如, 
上述的按键 Stroop任务就属于典型的“刺激-刺激” 
(stimulus-stimulus, S-S)维度重叠, 因为 Si和 Sr集
合都是与颜色相关的; 而在 Simon 任务中, 被试
需要对呈现在视野左右的刺激进行左右按键反应, 
此时的维量重叠就发生在 R与 Si之间。根据三种
集合 , 维度重叠可能出现在任意两种维度之间 , 
因此可以把所有的 SRC 范式 (效应 )分为八类
(Kornblum, 1992, 1994; Kornblum & Lee, 1995)。
而其中本质的一个划分, 是 S-S 与 S-R 类型的区
分(这里是将 Si和 Sr统一视为 S, 即刺激属性), 这
两种类型的 SRC 效应存在不同的加工机制也是

DO理论最本质的预测。以下列举不同类型具有不
同加工机制的行为研究和神经机制研究。 
3.2  维度重叠理论框架下的心理物理研究 

行为研究发现 S-S类型和 S-R类型的冲突加
工具有可加性 (additive)。Liu 等(2010)通过结合
Stroop 范式和 Simon 范式, 同时考查了在同一个
任务下 S-S冲突和 S-R冲突加工, 结果发现了 S-S
和 S-R 冲突加工在反应时上是叠加的, 因此推断
两种类型的冲突是独立的。Eikmeier, Schröter, 
Maienborn, Alex-Ruf和 Ulrich (in press)通过给被
试呈现时间相关句子或者空间声音, 让被试口头
报告过去与未来或者前和后, 结果发现, 不管在
对时间相关句子判断还是在空间声音判断中, 口
语报告过去与未来的被试的协同性效应表现出和

口语报告前和后的被试的协同性效应相似, 从而
说明时间和空间上存在较强的维度重叠。 

从冲突适应性的角度进行研究也发现, 不同
的 DO类型表现出了独立性。Egner等(2007)通过
Stroop 范式和 Simon 范式的结合, 发现只有在前
后试次的冲突类型相同时才有 CA 效应, 冲突类
型不同时没有发现 CA 效应, 从而进一步支持了
S-S 和 S-R 类型的冲突加工是分离的。Funes, 
Lupiañez和 Humphreys (2010)根据 DO理论结合了
两种不同类型 SRC范式做了四个实验, 排除特征整
合, 结果发现类型内存在冲突适应效应, 而类型间
没有出现。Akçay和 Hazeltine (2011)通过 Simon范
式和Flanker范式的结合, 发现了在类型内存在冲突
适应效应, 类型间并没有冲突适应效应。 
3.3  维度冲突理论框架下的神经机制研究 

Liu等(2004)通过 fMRI实验发现, S-S冲突和
S-R 冲突既分享着某些认知控制相关的共同的神
经元回路 , 又有着各自独特的冲突加工的脑区 , 
它们共同激活了认知控制源, 如DLPFC和枕中回
和颞下回; S-R 类型冲突更多激活了与反应冲突
监测, 反应选择和计划相关的 ACC, SMA和楔前
叶(precuneus); S-S类型冲突更多激活了顶下叶。
Egner等(2007)通过 Stroop范式和 Simon范式的结
合, 发现了 S-S 类型的冲突主要激活了顶叶皮层
(parietal cortex), S-R类型的冲突主要激活了前运
动皮层(premotor cortex)。 

Frühholz, Godde, Finke和 Herrmann (2011)通
过 Flanker和 Simon结合的范式, 考查两种不同类
型的 SRC效应是否涉及不同的神经机制。结果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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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在行为数据上 S-S 类型的具有更强的效应量
并且消退的更慢。在 ERP数据上发现 S-S类型调
节了 N2 和早期的 P300成分, 而 S-R类型调节了
晚期的 P3b 成分, 两者在时间上存在分离。在脑
成像数据上, S-S类型更多激活了 ACC, 而 S-R类
型更多激活了后扣带回, 两者在脑区激活上也存
在分离。由此说明两种类型的冲突由不同的神经

机制加工处理。 
3.4  认知控制模块化组织的探讨 

自从 Fitts 和 Seeger (1953)正式定义了 SRC
效应之后, 有关于 SRC 的实证研究已经历半个多
世纪 , 一些理论用以推测其心理加工机制 , 如
Kornblum 等(1990)的维度重叠理论, Botvinick 等
(1999)的冲突监测理论等。随着近年来认知神经科
学的快速兴起, 一些理论在揭示认知控制心理及
神经机制方面展现出较强的生命力。 

DO理论将各种 SRC任务整合到了一个统一
的框架中, 并将他们统一分类为两种不同的类型, 
即 S-S类型和 S-R类型。DO理论预测 S-S类型的
加工和协同性的产生会相对地早于 S-R 类型。根
据这个假设, Kornblum等提出了一个模型(见图 2), 
包含一个刺激表征阶段和反应生成阶段。反应生

成阶段包含两条通路, 一条是自动生成通路, 不
管信息是否是任务相关都会自动生成一个反应。

一条是内部反应生成通路, 根据当前任务对相关
信息产生一个反应。两条通路生成的反应会相互

竞争得出一个正确反应。刺激表征阶段和反应生

成阶段两个阶段共同作用便生成了不同类型的

SRC效应(Kornblum & Lee, 1995; Kornblum et al., 
1999)。 

Botvinick 等根据冲突监测理论提出了认知
控制模型 , 主要包含两个模块：冲突监测模块

(conflict monitoring, CM) 和 执 行 控 制 模 块
(executive control, EC), 即 1CM1EC。其中冲突监
测模块监测所有冲突, 执行控制模块处理所有冲
突(Botvinick et al., 2001, 2004)。 

Egner 等(2007)通过 Stroop 和 Simon 完全整
合的范式发现 S-S 类型和 S-R 类型的 CA 效应是
冲突特异性的, 前运动皮层主要负责 S-R 维度的
冲突, 顶叶皮层主要负责 S-S 类型的冲突。结合
以上的 DO模型和冲突监测理论, Egner (2008)比
较了 2CM2EC模型和 1CM1EC模型(见图 3A, 图
3B), 他认为 S-S类型和 S-R类型的冲突加工是独
立并行的加工通路, 是由完全独立的冲突监测模
块和执行控制模块分别进行加工, 支持 2CM2EC
模型。 

Liu等(2004)通过 fMRI实验发现 S-S冲突和
S-R 冲突在大脑激活上既有相同又有不同。两种
冲突共同激活了执行控制脑区, 如 DLPFC; S-R
类型冲突更多激活了与反应冲突监测, 反应选择
和计划相关的 ACC和 SMA; S-S类型冲突更多激
活了顶下叶; Liu等(2010)通过整合 S-S冲突和 S-R
冲突的实验范式, 发现两者所产生的 SRC 效应在
反应时和正确率上是相互叠加的。根据加因素法

则, 两种类型的冲突是独立加工的。因此提出了
2CM1EC 模型(见图 3C), 推断基于 DO 模型分类
的 S-S类型和 S-R类型两者既有相同的加工模块, 
又有不同的加工模块, 即两种类型是由不同的冲
突监测模块独立进行监测, 并依赖一个共享的执
行控制模块进行调节。 

基于生物基础的计算建模已经成为认知神

经科学重要的一个领域。它能够帮助我们整合所

有已观察到的不同水平的数据, 详细描述出复杂
神经功能的内部工作机制。它能够通过改变模型 

 

 
 

图 2  维度重叠(DO)模型 

注：根据 Kornblum和 Lee (1995)模型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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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CM1EC模型(A), 2CM2EC模型(B)和 2CM1EC模型(C) 

注：彩图见电子版 
 

中一个细节来模拟神经损伤, 经过复杂的交互作
用就会最终改变了行为的结果, 来观察预期神经
损伤所造成的结果。从这个角度去探索认知科学

是其他研究方法所不能达到的 (O'Reilly, 2006; 
O'Reilly & Munakata, 2000)。后续的研究可以通过
计 算 神 经 模 型 来 模 拟 2CM1EC, 2CM2EC, 
1CM1EC 模型, 以验证哪个模型能够更好地拟合
已有数据, 从而进一步论证模型的正确性。我们
采用计算神经建模 , 根据我们行为实验的范式
(Liu et al., 2010), 构建了 2CM1EC和 1CM1EC模
型, 发现 2CM1EC能够更好地拟合行为数据。 

4  总结与展望 

认知控制是人类日常行为中必不可少的一

个心理机能。但目前它的内部神经机制依然不清

楚。DO理论对 SRC效应做出了不同维度的划分, 
从不同维度相互重叠的角度解释了 SRC效应, 并
主要做了 S-S 类型和 S-R 类型的划分。冲突监测
理论认为对于冲突的解决涉及到两个模块, 即冲
突监测模块(CM)和执行控制模块(EC), CM 主要

负责对冲突的监测, 并将冲突信号传递给执行控
制模块(EC), EC 针对当前的冲突信息, 对任务相
关维度的信息强化加工, 对任务无关的信息进行
抑制, 从而使得当前任务更好更准确的完成。当
前的研究已经发现了认知控制功能主要涉及ACC, 
DLPFC等脑区的参与。ACC主要负责冲突监测功
能(即冲突监测模块的功能), DLPFC 主要负责执
行控制功能(即执行控制模块的功能)。结合先前的
行为和神经成像数据 , 并在之前模型的基础上 , 
Liu 等(2010)提出了 2CM1EC 的认知冲突解决模
型, 不同类型的认知冲突是通过不同的模块进行
监测的, 即 S-S 类型的冲突和 S-R 类型的冲突分
别由两个并行的冲突监测模块负责监测, 但是冲
突解决是采用共同的执行控制模块来实现的。未

来探索认知控制机制, 可以从以下 5点考虑： 
(1)寻找能更好分离 S-S冲突和 S-R冲突的范

式。目前的一些研究等通过 CA 效应发现了对于
刺激维度和反应维度两种类型的冲突是相互独

立。但是其实验范式仍旧包含反应重复的混淆因

素, 同时不同冲突是由刺激属性差异造成还是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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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DO 的不同分类, 还不清楚。本课题组的研究
人员正在尝试在排除反应重复的前提下, 利用不
同类型的冲突范式来探明两种类型冲突的加工是

否独立。 
(2)探索能够确定共用一个执行控制模块的

实验范式和实证证据。执行控制模块的功能是根

据冲突监测模块传递的冲突信息, 通过对信息偏
向性处理当前的冲突, 从而完成当前任务。但是
执行控制模块是一个通用的模块还是由独立解决

不同冲突类型的子模块组成, 这个问题还有待后
续进一步探明。 

(3)冲突监测模块和执行控制模块两者的分
离也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冲突监测理论认为冲突

监测模块和执行控制模块两者是分离的, 神经生
理学上也发现了冲突监测是由 ACC负责, 执行模
块是由 DLPFC负责。但是由于 fMRI技术在时间
分辨率上并不很敏感, 并不能很好地揭示两个脑
区激活在时间进程上的分离, 因此它们究竟是一
个共同模块还是相互独立的两个模块, 这个问题
仍需要后续寻找能够分离两个模块的范式和技术

来探明。 
(4)计算神经建模能够在假设完全知道内部

神经机制通路的基础上, 来探索性地验证神经内
部机制的工作原理。未来可以在实证研究的基础

上, 通过计算神经建模方法来建构不同的冲突监
测模型(如 1CM1EC, 2CM1EC, 2CM2EC等), 检测
不同模型是否能对不同的实证数据进行较好地拟

合, 从建模的角度探明冲突监测模块和执行控制
模块的具体机制。 

(5)可以采用更多的技术来探究模块化分离
问题。多体素模式分析(multivoxel pattern analyses, 
MVPA) (Jiang & Egner, in press), EEG时频分析
(Roach & Mathalon, 2008)等技术可以从新的角度
将原有数据进行分析, 分离出独特信息, 从而帮
助我们进一步探索不同类型冲突是否存在独立加

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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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ular Organization of Cognitive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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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gnitive control, the higher cognitive function essential for goal-oriented behavior, is currently 
a hot topic in cognitive neuroscience research. Researchers have frequently examined various 
stimulus-response-compatibility (SRC) effects and conflict adaptation (CA) effects to elucidate mechanisms 
of cognitive control. This article reviewed recent empirical studies utilizing these SRC and CA paradigms. 
Based on the universal framework of dimensional overlap theory and conflict monitoring theory, we 
proposed a unique theory on modular organization of cognitive control, in which different types of conflicts 
are detected by distinct conflict monitoring nodes and then resolved by a common module of executive 
control. 
Key words: cognitive control; stimulus-response-compatible effect; conflict adaptation effect; computation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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